
165

整
合
型
詮
釋
學
螺
旋
模
式
在
教
育
研
究
的
意
義

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在教育研究的意義

梁金都* 

摘要 

本文主要在透過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以說明教育研究科學化的重

要性。在研究架構上，研究者將教育研究置諸在歷史與社會過程的脈絡

中，並以Paul Willis《學習為勞工》的教育研究為例，透過研究者自創

的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精神，藉由其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

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以及詮釋螺旋的特質等內涵，以豐富教育研究

的意義，充實教育科學化的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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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研究的意義乃在對教育現象進行檢視與反思，以發覺教育實際問

題，並揭發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進而提出改善的方法，促進教育進步。而

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下，影響教育的實踐與現象，其因素十分複雜，亟須透

過有效的研究方法，以洞悉其在鉅觀社會結構與微觀文化現象的辯證關係，

俾利於對教育中人、事、時、地、物等整全的瞭解。此時，妥善運用詮釋學

的模式，可有助於教育研究的發展。然而，過去過度工具理性的物化思維，

在於透過詳細的理性計算，去獲取教育現象的知識，正如楊深坑（1988：

122-123）所言，以「經驗－分析」的教育學，誤以為所謂統一的科學方

法，可以對教育現象做抽離式的研究。因此，對於教育研究進行客觀的衡量

時，應考慮到研究者主體意識的自省，以及研究對象不可全然從整全的動態

宇宙割離。簡言之，詮釋學所強調的「詮釋情境」、「影響史意義」，以及

「溝通理性」等，正可對教育研究的複雜性進行深入理解，致使教育研究能

兼顧客觀的驗證與主觀的反省，也就是發展詮釋學理論實為教育研究的重要

因子。

過去對教育研究的詮釋應用，大部分只能透過傳統詮釋學之客觀詮釋

學（objectivist hermeneutics），以理解文本的整體性，以及從真理詮釋學

（alethic hermeneutics）之揭露的結構，進行文本的對話，有效的融合理解

和先前理解，以利於認識更清楚。然而，對於教育場景背後的社會結構之宰

制關係與意識型態，卻缺少以社會詮釋學的角度，洞悉其社會現象。如：

Blase與Blase的《教學領導手冊》（Handbook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ow 

successful promote principal teaching and learning），只著重描述和分析校長

的教學領導作為，盡可能呈現完整真實的行為，但卻缺少對校長行為背後所

代表意義，進行社會詮釋學，以闡明在校園中宰制關係與意識型態。因此，

研究須用於文化和社會的批判（Kinchloe & McLaren, 1994），才能揭露社會

結構的不公情形，並據以提出批判思考，以利於社會改造運動。

此外，在研究中也可能因研究者的立場（stance）問題，以致於產生了

特定觀點與偏見的詮釋現象（Emerson, Fretz, & Shaw, 2001: 360），此時亟須

透過反身詮釋學（reflexive interpretation），俾利於不同詮釋層級的互動，以

避免偏頗的詮釋，影響了研究之貢獻。再者，對於研究者的能動性，更須透



167

過詮釋螺旋的精神，將研究置諸於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以把握研究對象並

進行有效詮釋。據此，過去在詮釋的斷裂性，使得教育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

性有其限制性。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144）就指出，批判研究是一種

三重詮釋學，除關心個體及其主題，或互為主體的教育與文化事實之單純詮

釋學，以及社會學家在詮釋教育與文化事實的新知識時，本身就參與其中之

雙重詮釋外，三重詮釋學則更包含對於無意識過程、意識型態、權力關係和

各種宰制情形等進行批判性省察。換言之，本文所進行詮釋學的整合，就如

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98-99）所指出，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兩者

雖有其爭論與矛盾，但應力求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排除，進而使詮釋學更加

完整。基於此，研究者試圖整合傳統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以

及詮釋學之相關理論與特質等，以利於詮釋學方法的相互補充，進而深入瞭

解教育研究的本質，以充實其科學性。就如楊深坑（1988：123）所稱「從

詮釋學角度來探討教育學研究之客觀性問題，當可更深入理解教育學本質，

而有助於教育學之科學化」。

有關整合詮釋學理論的研究在國內裡仍屬少見，大部分只在專書中

分析詮釋學相關理論，如：梁福鎮（2006）、黃光國（2003）、楊深坑

（2002）、Hirsh（1967）；有的則試圖對詮釋學進行延伸的論述與說明，

如：楊深坑（1988，2002）、Alvesson 和Sköldberg（2000）；也有的簡單

介紹詮釋學理論在教育研究的應用，但卻未能深入進行解析，如：夏林清

（1996）、梁福鎮（2000）、畢恆達（1996）、管貴貞與連秀鸞（2005）。

因此，研究者檢視國內外的研究或著作，鮮少能整合詮釋理論，從而提出詮

釋學模式，更遑論能論及詮釋學模式在教育研究的意義。換言之，本研究所

進行詮釋學整合，以分析其在教育研究的意義，有研究的重要性與實用性。

綜合上述詮釋學對教育研究的重要性、詮釋學可能不足的層面，以及相

關研究的侷限性。本文主要採取理論分析法，提出整合型詮釋學模式的概

念，並舉Paul Willis（1977）的名著《學習成為勞工》（learning to labor）

的教育研究為例，說明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在教育研究的意義。而選擇

Willis（1977）的研究為例，主要是其研究採取俗民誌研究法，其內容在闡

明學生在面對宰制的結構，如何經由對文化和社會再製的抗拒，以學習成為

勞工之文化創生（cultural production）的歷程。換言之，若以傳統詮釋學對

Willis（1977）的研究進行詮釋，並不足以有效說明其中的文化與社會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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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因此，本文所提出整合型詮釋學模式所包含不同詮釋學觀點，應可

有效對其進行詮釋，以利於更完整的說明Willis（1977）研究的意義。本此

論點，本文先指出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概念，並就其各層面功能進行解

析。次根據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特性，針對教育研究（Willis《學習成

為勞工》）的田野資料、同理理解、意識型態、研究者所處位置、研究對象

等進行有效的詮釋，以補足與擴展教育研究的意義。

貳、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分析

一、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概念圖

詮釋學的發展歷經早期依附於神學和哲學，對經典文獻作解釋的技術認

識。其後至Dilthey將詮釋學導向理解，強調理解的歷史性，試圖建立詮釋學

之普遍有效理論；而Heidegger認為理解本身即為存有本身的一種存在狀況，

詮釋學是存在之存在性的分析學；Gadamer則以對話（dialogue）為其特色，

於是提出「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企求一種詮釋的

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俾利於實際的運用；及至Habermas引進意

識型態與經驗的方法，提出批判詮釋學（critical hermeneutics）（梁福鎮，

2000，2006；黃光國，2003；楊深坑，1988，2002）。質言之，詮釋學從早

期的經典文獻解釋技術，到反省「理解」本身之可能性與條件，以致於主體

批判與社會批判，形成了詮釋學的理論（楊深坑，1988：124）。依此，從

詮釋學的發展而言，有效整合不同詮釋面向，以求完整的詮釋過程，可有利

於運用在教育研究上，進行有效的詮釋。

基於上述的論點，本文提出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對教育研究做整全

的詮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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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概念，乃研究者根據Alvesson與Sköldberg

（2000:  99）詮釋學過程（即在整合傳統詮釋學概念）、Habermas之

「批判詮釋學」和社會批判層面之思考、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反身性方法學》（Reflexive Methodology）一文之〈詮釋學：詮釋和洞

見〉”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and insight”和〈反身性詮釋：詮釋層級

的互動〉”On reflexive interpretation: The play of interpretive levels”，以及參

究楊深坑（1988：154）詮釋螺旋的精神。換言之，整合型詮釋螺旋模式在

整合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99）詮釋學過程（主要內容在整合客觀詮

圖1 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概念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99, 25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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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以及詮釋螺旋的特質等，

其最終的意義在企求對教育現象或研究進行整全的分析。其主要概念，包

含：透過客觀詮釋學之「整體←→部分」來回循環，去分析文本語言或整體

的意義，正如畢恆達（1996：28）所指，以文法詮釋能解析其方言、語句、

文學形式，以辨明其語言上準確的意義。其次，以真理詮釋學以進行文本的

對話，以利於理解和先前理解構成詮釋學循環，使認識更清楚。再者，經由

社會詮釋學進行社會層面的詮釋，正如Habermas之批判詮釋，以探究教育現

象之意識型態和各種宰制的關係，並形成共同意識（梁福鎮，2000，2006；

楊深坑，1988），此外，以反身詮釋學探究各詮釋層級間的互動功能，以及

可能產生的主題，並洞察詮釋所產生的問題與偏見（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253, 255），進而指出研究者的位置性問題。最後，透過詮釋螺旋的精

神，在社會脈絡中不斷來回詮釋，以正確的把握研究對象，突顯個體的能動

性。換言之，研究者嘗試將此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置放在歷史與社會過

程中進行意義的理解，且透過不斷來回的詮釋的過程，以探究研究對象，並

開展其新意義。

二、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分析

基於上述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概念圖的介紹，其內容主要包含四個部

分，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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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之詮釋學過程
 

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99）之詮釋學過程圖，如圖2所示，主要包

含了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首先，客觀詮釋學是基於「部分和整體」的

過程，其目的在經由對脈絡的理解，以擴展至世界史的整體。其次，真理詮

釋學則是在融合主體的先前理解和客體的理解，亦即是一種揭發的結構，

指出「某種隱藏事物的揭發」（revelation of something hidden）的概念。而

真理詮釋學則又包含：存有詮釋學（existential hermeneutics）、詩學詮釋學

（poetic hermeneutics）、懷疑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等三種。

圖2  詮釋學過程圖
資料來源：出自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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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存有詮釋學以Heidegger與Gadamer等為代表，在於探究我們存在的根

源與情境。詩學詮釋學則以Heidegger和Ricoeur等為主，其專注於隱喻與敘

說。懷疑詮釋學以Marx、Freud和Nietzche等為主，聚焦在經濟、性或是權力

（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57-58）。質言之，Alvesson與Sköldberg之詮釋

學過程在指出多面向的詮釋技能，也統整了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並提

出不同詮釋學的主體，企求能對詮釋學能相互補充，俾利於從不同角度有效

詮釋研究問題。茲分述如下：

1.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
客觀詮釋學循環主要是對於「部分」理解為「整體」的一部份，而對於

「整體」的理解又有賴於對於「部分」的理解以達成。因此，在「部分」和

「整體」來回間的循環，以瞭解文本整體的意義。其次，真理詮釋學在說明

真理是一種揭露事物的概念（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54-58），亦即真

理詮釋學循環主要意義，在突顯理解與先前理解的關係，也就是先前理解是

詮釋者對於對象的先前認識，主要是來自於歷史傳統。但是在理解的過程

中，我們也在重構歷史，因而先前理解也隨之改變。換言之，唯有藉著歷史

與傳統，我們的理解才能轉化、向前。此種理解與先前理解構成了「詮釋學

的循環」，透過不斷的往復的循環，會使認識更清楚。

2.對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進行補充與整合

基於上述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的意涵，Alvesson與Skö ldberg

（2000）提出詮釋模式（pattern of interpretation）、文本（text）、對話

（dialogue），以及次詮釋（sub-interpretation）等觀點進行補充，以利於整

合兩者詮釋概念，分述如下。

（1）詮釋模式：詮釋的模式應該是內在與外在的一致性，並理解文本的細

節。首先，詮釋材料的「事實」（facts），不應和事實有所矛盾。其

次，詮釋模式應透過與文本的對話過程，以轉化其詮釋者之先前概

念。此外，詮釋者可透過對先前概念之批判反省，以對文本產生深度

的理解（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61）。

（2）文本：文本出現的事實是經由詮釋過程，並根據詮釋模式賦予其厚實

的意義，且可從部分和整體的關連出發，以擴展至整體的脈絡。Rorty

在1991年提出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觀點，指出脈絡並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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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變，而是在做研究時常須將其放在完全新的脈絡進行（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62）。基於此，文本是一種整體與全新脈絡的思考。

（3）對話：對話是一種對文本質問和傾聽的過程，藉由對話可超越先前理

解的問題，而其中距離和熟悉性則是對話的最好態度。此外，在詮釋

過程中亦有可能進入（與讀者）的想像的對話中，並經由論據與反論

據的討論達到最合理的結果。換言之，對話是一種溝通的形式、持續

性、開放性的創造，也就是一種實際文本的產品，或是集體的表現模

式（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62-63）。

（4）次詮釋：H i r s h（1 9 6 7）在其《詮釋的有效性》（Va l i d i t y  i n 

interpretation）一書中，提出詮釋真實性的有效方式，包含：以較小的

種類、增加種類中的成員、增加實例的方式。此外，亦可將此有效詮

釋應用在外部的事件，以及個人的態度、傾向、動機等。換言之，次

詮釋旨在提昇詮釋的有效性（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63-64）。

3. 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詮釋學過程的內涵

根據上述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及其四種補充觀點，Alvesson與

Sköldberg（2000）的詮釋學過程，可包含以下內涵： 

（1）原始資料的批判（source criticism）：詮釋者可藉由研究者的同理心，

以及其他的「參與者」所補充的意見，以獲致原始資料的真實情形，

其內容有：真實性的批判：對資料是否偽造進行判定；偏見的批判：

研究者有可能的偏見、其如何扭曲解釋；距離的批判：觀察後多久加

以記錄、在什麼情境下記錄；依賴的批判：其他故事所能影響報告的

內容和架構（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79）。

（2）同理心Ⅰ（Empathy1: the inside of action）和同理心Ⅱ（Empathy2: 

interpolation, imaginary reconstruction a priori）：研究者需要用同理心

Ⅰ來補充原始資料，也就是直覺的理解研究對象，此種直覺可補足上

述原始資料的外在批判，有利於同理心去豐富行動者主體的內在意

義。其次，同理心Ⅱ則強調經由上述原始資料的批判，研究者應思考

原始資料意義的價值，也可從可用資訊的最合理解釋，以尋求一致性

的價值，但此種一致性則並非是最終的真理。換言之，同理心Ⅱ主

要在思考原始資料的意義與一致性，以求最真實的詮釋（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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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有詮釋學：Heidegger將人類存有視為一種理性的開展，同時說明存

有的整體性，深深影響著詮釋學方法之注重互為主體性的論點。其內

涵包含：1.視域融合：透過語言的運作，融合過去和現在的視野，以探

究真正的意義。2.質問：推敲文本（knocking at the text）：詮釋應經由

與文本的對話、傾聽文本、學習質問問題，以及對文本中存在的隱含

訊息（unsaid message）進行沈默的理解（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80-81）。

（4）詩學詮釋學：Ricoeur利用跨越同理心與存有情境的分析方式，來談論

文本的詮釋，亦即可用符號和語意學的方式，將詮釋學接支到現象學

之上。而其敘說比起抽象的模式更有基礎，隱喻則指出兩種現象中的

可能同一性。分述如下：A.根源隱喻（root metaphors）：根源隱喻和

敘說架構同樣是重要的先前理解形式，可藉此標示了詮釋研究的自然

場域，進而提出有機社會組織、機構、語言、戲劇與遊戲等五種根源

隱喻。B.敘說（narrative）：我們應該處理知識中失去時間意識的問

題，而敘說忽視了人文學科本身就具有意義性時間的本質，因而應提

供敘說的時間。因此，敘說除構成詩學詮釋學的一部分，也是建構分

散事件成為有意義的整體（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90-93）。

（5）懷疑詮釋學：詮釋的有效性可藉由品質內在的要求，以及嚴格論證加

以補充，以利於在相互衝突的詮釋中，尋求最合理的詮釋。而心理分

析所強調的生活史則被視為懷疑詮釋學，如：Marx的經濟、Freud之

性和Nietzche的權力等。然而，上述詮釋在強調一種從虛假的自我意

識到深度的謊言、不愉快或恥辱等，使得詮釋學概念雖經歷基本的改

變，但卻較少被運用，反而以傳統詮釋學去尋求真實意義。此外，懷

疑詮釋學也被認為詮釋學的邊緣位置，因為它一部分與Heidegger的真

相揭露相重疊，以及Frankfurt學派的意識型態批判，且與來自Nietzche

的系譜方法（genealogical method）之Foucault文本相同（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94-95）。

（二）社會詮釋學

社會詮釋學的層面，主要包含Habermas所主張的批判詮釋學，而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教育符碼（educational code）、象徵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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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violence），以及社會與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等，則是研究者針對教育現場中可能形成不平等原因與現象，

提出批判分析的思維概念，以進行社會詮釋學，如圖3所示，茲分述如下。

圖3 社會詮釋學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1.批判詮釋學

Habermas的批判詮釋學將傳統詮釋學擴大到對主體的批判、社會批判，

以及意識型態，以理解社會現象背後的宰制關係，並經由溝通與反省所形成

的共同意識，尋求一種無宰制的溝通（梁福鎮，2000；楊深坑，1988）。

Habermas批判詮釋學主要包含：1.發現並認知被意識型態所糾纏的歷史因果

關係。2.察覺社會科學範疇中的象徵先前結構。3.反省自然科學之後設理論

中，語言使用的一致性。4.轉化科學信息為社會生活世界的語言（楊深坑，

2002：53）。因此，在進行批判詮釋時，研究者應能有效理解社會既存的結

構與事實，以揭發社會結構所存在的宰制關係。

2.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是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稟性（disposition）與技

能，例如：個體的語言能力、行為習慣，以及對於書籍、音樂和美術作品的

品味等（Bourdieu, 1986）。而文化資本具有個人類型和行為習慣之內在化型

態；不同階級、財富所形成的客觀化型態；以及教育文憑形成的制度化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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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種。換言之，文化資本可以提供我們解釋不同社會階級的兒童，其成就

背後的不平等因素。

3.教育符碼

在學校結構設計中，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的原則，被轉譯成教育符碼，

影響到教育知識的組織、傳遞和評鑑（Bernstein, 1975），亦即經由教育知

識的「分類」和「架構」的概念，將其分成集合型符碼（collection codes）

與統整型符碼（integrated codes）。Bernstein並指出這種隱藏性的社會控

制，亦即只有中上階級學生才具有認知模式和辨識能力，得以經驗集合型符

碼，致使產生文化再製現象，形成一種異化形式。

4.象徵暴力

教育行動都是一種符號暴力（Bourdieu & Passeron, 1990），也就是運用

刻意塑造的文化系統，其權力關係並沒有被客觀的理解，而是以一種合法的

形式展現，以進行文化再製的暴力（蘇峰山，2002：128）。這種象徵和意

義系統被加諸於某些階層或團體之上，成功合法的權力關係，致使整個系統

再製得以進行。換言之，象徵暴力所突顯的是任何社會中，秩序與社會限制

形成的過程，通常是藉由間接且文化性的機制，而非直接的社會控制。

5.社會與文化再製

Bourdieu的文化再製理論探討統治階級如何微妙的運用「象徵暴力」維

護社會階級的區分，傳遞和再製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和物質結構。

也就是統治階級文化會保障其文化再製機制的順利運行，使統治者地位更趨

於穩定（Bourdieu & Passeron, 1990），以形成社會再製現象。

（三）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之反身詮釋學概念

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之反身詮釋學概念，主要在整合四種

「質性研究」：一是「數據導向方法」（data-oriented methods），如：

「憑據理論」（grounded theory）；二是「詮釋學」（hermeneutics），即

詮釋研究（interpretive research）；三是「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源自於Habermas的理論和其他社會批判論；以及四是「後現代主義」與後

結構主義，如：解構方法（deconstruction），又稱為四重詮釋學（quadri-

hermeneutics）。換言之，Alvesson與Sköldberg之反身詮釋學即以上述質

性研究概念，提出下列詮釋的四個主要層級，包含：實徵材料（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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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詮釋（interpretation）、批判詮釋（critical interpretation）、自

我批判與語言反思（self-critical/linguistic reflection）等。而在上述四個詮

釋層級間之互動，所可能產生的功能和反思的主題，以企求解析特定詮釋

的偏見，以及研究者自我的反思。其中產生的功能，包含：詮釋中的多樣

性；以及可能的後設洞見、主流理論的問題化、選擇的觀點與理論的刺激

等。而其多層次的反思，可能產生多於或少於四層之詮釋，有利於研究者

判斷、直覺與「看出某事」（see and point something out）的能力（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248），即為，1.在實徵資料與詮釋的互動裡，可產生詮

釋的多樣性與多元的考慮、在實徵材料中令人訝異的潛在內涵、對特定詮釋

的偏愛、全部的詮釋技能等反思的主題。2.在詮釋與批判詮釋之互動裡，可

產生對事實資料詮釋的否定（事實不同的看法）、對特定詮釋為何成為主流

的考量、提出相對立的描述、對特地詮釋結果的討論等主題。3.在批判詮釋

與自我批判間之互動，可產生研究者觀點自我反思、反思權威的潛在可能形

式、對他者詮釋結論的開放性等主題。4.在詮釋與自我批判間的互動裡，則

可能產生前述2、3等反思的主題（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 254-255）。

如圖4所示。

圖4  反身詮釋學概念
資料來源：修改自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2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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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詮釋螺旋的特質

詮釋螺旋的特質，就如楊深坑（1988：154-155）所指出，先前的理解

導引著人類的理解，因此理解的意義並不是固定不移，它可能在整個人類史

過程中，成為第二層理解的「先前理解」，在此永續不斷的溝通、對話過程

中，有第三、四層次的理解，以致於無窮意義的把握。亦即詮釋學上的經驗

是永遠對新經驗的開放。因此，對於研究的詮釋應透過不斷的溝通、對話、

批判等方式，藉由在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對其意義的螺旋理解，方能

把握住研究對象。本此論點，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可視為此種詮釋螺旋的

理解形式，也就是經由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

等四個螺旋，如圖5所示，進行不斷溝通、對話與批判，以尋繹研究對象的

真實意義。

圖5 詮釋螺旋循環的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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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的詮釋過程

綜合上述之分析，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先循著Alvesson與Sköldberg

（2000）的詮釋學過程，即「整體←→部分」的客觀詮釋學循環，再擴及真

理詮釋學之「先前理解←→理解」的詮釋循環，並以「詮釋模式→文本→對

話→次詮釋」等方式進行補充，從而進行詮釋學過程。此種歷程也意味者客

觀與真理詮釋學的相互補充性，使得詮釋能更具完整性與整全性。換言之，

此種詮釋學過程的具體內容，即依循著1.原始資料進行真實性、偏見、距

離、依賴的批判」等，以專注在作者內心偏見與扭曲性的批判，企求創作者

本身的客觀性。從「2.在行動裡面→3.想像重建的同理心→4.對情境存有的理

解」之過程，以強調文本的行動者的直覺，進而豐富其內在意義與一致性的

價值。經由「5.根源的隱喻、敘說習俗的詩學詮釋學」之解析，俾利於探究

文本本身和其架構。透過「6.對文本進行推敲質問→7.視域融合→8.文本所潛

藏的基本問題→9.懷疑詮釋學」，以瞭解文本可能潛在的問題。綜合而言，

上述九項的詮釋主體，可關注文本和讀者的關係，以獲致最真實的詮釋。

其次，再進行「批判詮釋學→教育符碼→文化資本→符號暴力→社會與

文化再製」等社會詮釋學層面，以解析社會結構所隱藏的階級、種族和性別

的問題，探究社會與文化再製的根源，企求揭露其意識型態與宰制關係。此

外，進行反身詮釋學，也就是在不同詮釋層級間，不斷來回互動間激發詮釋

的功能，及其可能的反思，可消解詮釋者的偏見或獲悉實徵材料隱含的潛在

意義，以豐富詮釋者精準的判斷和直覺的能力。最後，從客觀詮釋學→真理

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等不斷的進行溝通、對話與批判等螺旋循

環過程，以確實掌握研究對象的意義，避免研究的失焦情形。

綜合而言，整合型詮釋螺旋模式乃經由客觀詮釋學層面→真理詮釋學層

面→社會詮釋學層面→反身詮釋學層面等不斷螺旋循環之歷程，也就是透過

各詮釋層面間不斷的溝通、對話與批判，從而進行完整的詮釋，俾利於研究

目的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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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在教育研究（Willis《學習
成為勞工》）的意義

 基於上述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的概念與分析，以下說明整合詮釋學

模式如何提供教育研究（Willis的研究）更有系統的詮釋，以充實教育研究

的科學化，如圖6所示，以下分述其意義。

圖6 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與教育研究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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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客觀詮釋學」，檢視教育研
究所獲取的田野資料，力求詮釋的整體性與一致性，以正

確的解讀田野資料。

 教育研究為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程度，必須反覆的檢視田野資料的正

確性，通常會採取三角檢證方式，以辨識資料的可靠程度。然而，實際上田

野資料是零碎性的，就如Emerson、Fretz和Shaw（2001: 353）所指出，田野

札記是在日積月累的基礎下產生，有時是點或片段的，缺乏連貫或一致性。

因此，這種零碎的田野資料亟需透過客觀詮釋學的「整體←→部分」的詮釋

學循環，以進一步的確認資料整體與部分的邏輯性，驗證資料正確性。

從上述論點而言，Willis《學習成為勞工》的研究資料內容蒐集方式，

主要來自參與觀察、團體討論、非正式訪談與日記等。研究者在詮釋上述方

法所蒐集的資料時，可先透過客觀詮釋學之「整體←→部分」的循環，針對

蒐集的資料進行之分析，力求其內容的一致性，適度的排除不適切的資料來

源，以提昇研究內容的真實性與可信性。基於此，以「整體←→部分」的詮

釋循環，對教育研究之田野資料進行客觀詮釋學，實可深化教育研究的資料

的確實性與可靠性。

二、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真理詮釋學」，理解教育研

究須「置身」在研究對象世界，進而達成「同理的理解」

的詮釋。

 教育研究者往往帶著特定的立場和觀點進入田野現場，且與研究對

象在互動過程，共同建構田野知識。然而，兩造會因雙方不同的生活經驗與

文化價值而導出不同的認知機制，以致於產生對研究內容的偏差與誤解。因

此，研究者可先以研究對象的視野和角度看他們自己的生活及文化，就如劉

仲冬（1996：174）、甄曉蘭（2000：374）所主張，研究者應與研究對象生

活在一起，藉以掌握其生活的過程。然而，Thomas（1993: 47）卻對此提出

不同的見解，認為應避免因同理心而曲解研究目的，亦即透過讓研究主題更

加抽象化的方式，可免除同理心對研究的影響。據此，教育研究須時時保持

警覺，常常自我省思，並鼓勵對話，以求得自己語言和行動的「專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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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平衡，進而正確詮釋研究對象的訊息。

其次，研究者可經由真理詮釋學之「理解」與「先前理解」的詮釋循

環，以透析田野資料的歷史與傳統，進而使認識更清楚。再者，教育研究者

除可透過對田野資料之現場分析與反省、方法應用的反省、觀察者本身的想

法反省⋯⋯等（甄曉蘭，2000：382），以對研究過程進行反思；也可經由

「詮釋模式」，以釐清詮釋者的先前概念，藉以深度的理解資料內容，甚至

可從「詮釋模式」所賦予厚實的意義，以及部分和整體的關連等詮釋過程，

擴展「文本」的整體脈絡，藉以掌握田野記錄的真實意義；而「對話」、

「次詮釋」等則可對文本質問與傾聽，以及採用增加實例等方式，也就是對

文本內容不斷的推敲與反省，並透過較多的實例進行比較與思考，以提昇詮

釋的真實性。此外。研究者也可透過原始資料的批判，以檢視資料的真實

性、偏見、距離，以及依賴等問題，藉以洞察資料的正確性；以及透過存有

詮釋學的視域融合，使研究者自我反思是否受到過去經驗與意識的制約，並

經由語言的運作，以融合過去和現在的視野，進而窮究文本的真實意義。最

後，透過詩學詮釋學和懷疑詮釋學，能突顯隱喻和敘說，以及顯示可能相衝

突的詮釋，以利於更有效的詮釋。

綜合上述論點，Willis的《學習成為勞工》雖透過參與觀察與非正式訪

談，使研究對象在較少限制下表達自己的觀點，詳細描繪勞工階級次級文化

的運作情形，尤其是以同樣班上成員的身份，對小夥子進行參與觀察的情

形。然而，若以真理詮釋學觀點而言，研究者對個案或所蒐集資料進行詮釋

時，應避免透過他人之間接觀察，而須先將本身置身在研究情境中，並對情

境或資料內容以同理心的立場，進行理解和想像，以忠實的記錄其文化運作

情形。其次，研究者應檢視研究資料的歷史性，也就是自己對勞工文化的先

前認識進行理解，進而產生理解的循環，而不至於誤解資料的真實意義。接

著，對於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的先前概念的深度理解、對其質

問與傾聽，以及據此以鋪陳出整體的脈絡等詮釋方法，從而使研究者能真實

掌握田野資料的真實意義。再者，研究者亦須對所獲取之原始資料進行批

判，不斷的思索文本的內容，並探究研究過程中所潛藏的問題，以及理解過

去歷史對自己的制約等，以深入的剖析小夥子為什麼對學校文化的抗拒，而

願意主動成為勞工的原因。此外，研究者應將自己的視野和研究對象的視

野，放置在同一歷史的洪流中，達成一種視域融合，以利於研究者能「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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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其為何願意成為勞工，並進而產生深度之同理的理解，俾利於能真正

詮釋研究對象的實際情形。另外，以存有詮釋學理解小夥子的主體性，傾聽

其聲音，並釐清文本中的隱藏訊息，以獲致研究的真實情形；詩學詮釋學則

可經由符號、語意等方式，正確的將紀錄小夥子的互動時間、訪談內容，以

使研究者能隨時的掌握研究對象在研究時間裡的實際情形；而懷疑詮釋學則

可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同儕或研究對象的互動中，對不同詮釋的內容進行討

論，以提出最合理的詮釋。

基於此，從理解的循環、同理心、對情境存有的理解、詩學詮釋學、懷

疑詮釋學等面向，對教育研究進行真理詮釋學，以達成同理理解，可有效瞭

解研究對象的真實看法。

三、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社會詮釋學」，揭露教育研

究背後之性別歧視、種族不平等、文化霸權等意識型態問

題，追求永久的啟蒙與解放。

教育研究除重視研究成果的呈現之外，亦須面對其背後社會結構不公的

事實，透過對研究資料與語言的懷疑，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以利於社會改

革的實踐。Kinchloe和McLaren（1998）就認為勞工可以批判勞工，因為他

們自己就置身職場中，能在被壓迫的最底層，思索自己在階級權力運作下的

地位，進行批判思考和研究。據此，教育研究者除身處於研究情境之同理

心，以及透過自我省覺以瞭解語言和文字的意識型態外，也可採用「社會詮

釋學」中Habermas的批判詮釋學進行主體批判與社會批判，以理解語言背

後的社會現象，以及其宰制的關係。其次，誠如Carspecken（1996）所言，

壓迫有許多面向，研究者不應只專注在壓迫的某一種形式，而應忽略其他面

向，任何一種形式的壓迫都應該被研究和挑戰。因此，研究者仍可從社會詮

釋學中的文化資本洞悉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潛藏在教育環境中之象徵暴

力、社會與文化之再製現象，以及教育符碼所呈現不平等的事實等面向之探

究與詮釋，進一步揭露社會中各種性別歧視、種族不平等，以及文化霸權等

現象，並剖析其深藏的意義及其運作情形，以利於研究的社會實踐。

綜合上述論點，Willis的《學習成為勞工》雖指出了學校中有次級文化

的現象，也描述了意識型態如何滲透到學校教育之中，而學校教育過程則將

整
合
型
詮
釋
學
螺
旋
模
式
在
教
育
研
究
的
意
義



184

新
竹
教
育
大
學
教
育
學
報     

第
二
十
六
卷
第
二
期

此意識型態合法性地維繫與再製，呈現了一種自然的宰制關係。但從社會詮

釋學觀點而言，研究者在進行詮釋時，除可從語言和文字勾勒小夥子所處社

會之意識型態滲透與發展之外，尚可從社會脈絡中以批判詮釋學進行主體的

批判，就如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134）所主張，不可將實徵材料視為

全部的真理。換言之，研究者應在批判中發覺勞工學生次級文化的創造性和

主動性，以及此文化不斷的再建構，所形成抗拒和緊張的情勢。其次，研究

者也可透過對宰制結構的揭露，以瞭解小夥子面對當時資本主義所流行個人

主義的競爭思潮（ethos）的抗拒，也就是可從其公然的粗暴行為，如：偷

竊、蹺課等，甚至是學校中結構之象徵暴力問題、教育內容的傳遞與評鑑問

題等，以剖析此種現象之文化資本、教育符碼、象徵暴力、社會與文化再製

等概念。基於此，以批判詮釋學、教育符碼、文化資本、象徵暴力，以及社

會與文化再製等面向，對教育研究之社會層面進行社會詮釋學，可揭發社會

不公的事實，進而形成共同的意識。

四、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反身詮釋學」，洞悉教育研

究忽視研究者位置性問題，避免研究結果的偏見。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常會因立場的不同而對研究內容有不同的解讀，

Emerson、Fretz和Shaw（2001: 353）就指出，田野札記無可避免的有選擇

性，俗民誌學者會關注某些事，忽視他認為不重要的事。因此，Alvesson與

Sköldberg（ 2000: 140）主張的批判研究需要更多的反省處理，理論與實徵

資料不能簡單與快速的整合，而對於實徵材料則需要小心翼翼的詮釋與理論

的推理。換言之，教育研究經常忽視研究者位置性的問題，進而關鍵性的影

響其如何引導研究、發問與詮釋田野資料。基於此，雖然教育研究也重視研

究者的反身性。亦即將眼光放在自身經驗能夠將自身視為「他者」，並透過

不斷的自我映射，能使自己更具反省能力（Foley, 2002: 473）之外，亦可透

過反身詮釋學，跨越不同詮釋層級的開放省思，藉以發現實徵材料特殊的意

義、不同的詮釋方式、關注面向的多重考慮、對特定詮釋方法的偏愛，以及

對特定詮釋結果的討論等面向進行反思。正如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 

248）所言，反身詮釋學能經由多層次的反思，並保留了對特定方法或詮釋

層級的焦點反思。尤其是能反思研究者在社會結構的約制下，其在進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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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處的位置，以及所帶有的偏見。

綜合上述論點，Willis《學習成為勞工》雖說明小夥子在接受社會的過

程中，瞭解到自身的地位和所屬成員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時，認為成功機會

不大，而寧願成為勞工。然而，以反身詮釋學的觀點而言，Willis在進行詮

釋時，須對田野資料不斷的進行反思，就如Willis（1977）之「小夥子能讓

其他人發笑，但其他人就沒有本事讓小夥子發笑」，以進而發覺小夥子文化

之特殊或潛在的意義，甚至是有著別於Willis解讀之外的意義，如：性別所

隱含問題等。其次，研究者亦可透過不同詮釋層級中進行反思，以解析各種

詮釋方法及其內涵的一致性，並怯除特定詮釋方法的偏見，以洞悉研究者所

處的位置和特定的觀點，使研究能儘量不受個人主觀意識所影響，進而呈現

真實的成果。基於此，以反身詮釋學之功能，以及其所產生反思的主題，對

教育研究者所處的位置進行反思，以減低教育研究中主觀性的問題。

五、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詮釋螺旋」，解析鉅觀社會

結構限制下，如何經由不斷的溝通、對話與反思，以致於

對研究對象的把握，並體察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

進行教育研究時應掌握住對象的特質，才能真正的獲致研究所欲達成的

結果，正如Madjar和Walton（2001: 29）從醫學層面說明，證據的本質源自於

個人的經驗、文化理解、醫病間的精神、社會與道德的關心等面向。因此，

教育研究應放在歷史與社會過程的脈絡中，經由各相關層面因素不斷的思

考，以解析與探究研究對象的變與不變的特質，才能在時間與空間的交織與

互動間，把握研究對象的主體性。Tourigny在1998年就指出，質的研究聚焦

在人類經驗的脈絡和過程，提供經驗之探索與理解，使研究參與者能挑戰局

外人的看法或理論（Madjar & Walton, 2001: 41）。基於此，教育研究的過程

中，除須慎選自己有興趣與具批判性的的議題（Thomas, 1993: 35-36），以

激發探究問題的熱情，俾利於把握研究的對象之外；亦可藉由「詮釋螺旋」

的精神，以體現Gadamer之詮釋學上的經驗是永遠對新經驗的開放（楊深

坑，1988：155），亦即研究者應從社會與歷史的脈絡中，不斷的探索與理

解經驗的意義，從而能理解研究對象的主動性。因此，詮釋循環的精神能從

歷史與社會結構的脈絡中，釐清教育研究外部的社會結構與個體能動性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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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彰顯個體的主體性。換言之，將研究對象置放在社會與歷史的脈絡

下，經由不斷循環的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以及反身的詮

釋等歷程，也就是在先前的理解與詮釋導引人類的理解與詮釋，透過不斷的

溝通、對話、批判後，可導向一種對於研究對象更真實的把握，以獲得對個

體更清楚的認識。

綜合上述論點，Willis《學習成為勞工》強調學生次級文化所展現的創

意性與主動性，不再只是被動的受文化結構的宰制。此研究雖企圖解釋勞工

階級的學生獲得勞工工作的原因，以及他們如何抗拒學校所傳遞的主流知

識，進而創造對立於學校的文化。然而，以詮釋螺旋的精神而言，研究者對

小夥子能動性的詮釋，須將此研究放在歷史與社會結構的脈絡發展上，在先

前的理解與詮釋的基礎上，導引研究者不斷的理解與詮釋。亦即透過客觀詮

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等詮釋螺旋過程；以瞭解勞工

階級的學生為什麼會主動對現實環境進行調適（Willis, 1977），而終至對研

究對象的把握與正確解析，從而體察在社會結構約制下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

性。這種主體性就如小夥子對順從者提出「這些人從來沒有由自己內在生活

中為生命添加活力，而只是一味接受他人加諸的事物」（Willis, 1977: 14）

的批評；更甚者能在不斷詮釋螺旋過程，提出新的發現與洞見（如：其他次

級文化或經濟問題等）。基於此，以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

學、反身詮釋學等不斷詮釋螺旋的精神，可發覺研究對象的主體性，提供研

究重要的啟示。

六、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整全詮釋」特質，以突破教

育研究所缺乏「整體觀」的困境，提出研究的洞見。

 教育研究常重視其微觀分析，而欠缺宏觀的社會視野。Agar在1980年

就主張整體觀點（holistic perspective）的信念，強調除非瞭解其他相關面向

的關係，否則一個孤立的觀察是無法瞭解事情的真相（Wolcott, 1995: 75）。

研究者除在研究範疇上擴充其研究面向，以尋釋不同角度的觀點，以及重

視每一個研究程序，以強化研究歷程的整體性之外，亦可透過整合型詮釋

學螺旋模式之「整全詮釋」的特質，強化其詮釋的整體觀，就如Alvesson與

Sköldberg（2000: 98-99）所指出，力求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兩者相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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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進而使詮釋學能更完整。況且整合型詮釋學模式除上述詮釋學外，也整

合了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以及詮釋學螺旋特質等，應可甚於Alvesson

與Sköldberg（2000）的完整性。換言之，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可對研究

對象、田野資料、同理理解、意識型態、研究者所處的位置、研究對象的能

動性等進行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以及詮釋

螺旋精神等整全的詮釋，以取得真實的資料、達成同理理解、揭露社會結構

之不公情形、反思研究者所處的主觀意識，以及獲致對對象的把握等。換言

之，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整全」特質，以掌握研究對象的特質，並

據此以提出研究的洞見。

綜合上述論點，以Willis的《學習成為勞工》為例，在擴充研究面向

上，研究者應從這些小夥子之心理與身體對學校的抗拒，形成其獨特的勞工

階級學生文化等微觀現象，據以分析其與外在社會結構的關係，以及文化再

製的現象，並闡釋其所形成之抗拒理論，以詮釋其獨特的文化創生理論。其

次，在研究程序、選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結果的分析等，亦可透

過整合詮釋學螺旋模式之「整全」精神，深度剖析其意義。簡言之，對於

Willis的《學習成為勞工》的分析，除在微觀的學校文化中，指出社會結構

的宰制現象，以力求詮釋整體觀的現象之外，對於文化再製、抗拒，以致於

文化創生的轉變歷程等，均亟須各種層面的詮釋方式，以獲致完整的詮釋。

肆、結論

本文主要在說明教育研究科學性的重要性，透過詮釋學的角度使研究者

與研究對象進行一種溝通理性的意義理解，以利於有效解析教育研究的內

涵。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理論分析法，研究者先述及教育研究科學化對教

育研究的重要性，並析論詮釋學是教育研究科學化的核心。次嘗試整合相

關詮釋理論與精神，提出「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並作詳細分析與介

紹，以突顯其詮釋過程的完整性。接著，以Willis《學習成為勞工》的研究

為例，說明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對教育研究的意義。Willis的研究雖為俗

民誌研究之經典著作，但仍只侷限在真實脈絡的呈現，以及呈現社會再製等

現象，相對的，對於其他詮釋面向實較少觸及。因此，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

模式所包含不同社會詮釋學面向、反身詮釋學、詮釋循環特質等面向，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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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研究進行多方面整合與補充的詮釋，也就是從不同層面的詮釋觀點，

可有效把握研究對象的主體性，觸發更多的研究發現，進而擴展其在教育研

究的意義。

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主要在整合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的詮

釋學過程、Habermas之「批判詮釋學」和社會批判層面之思考、Alvesson與

Sköldberg（2000）的反身詮釋學概念，以及參究楊深坑（1988）詮釋螺旋

的精神。換言之，其內涵包含：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的詮釋學過程

（主要包含客觀詮釋學與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Alvesson與Sköldberg

（2000）的反身詮釋學，以及詮釋螺旋的精神等，其在教育研究的意義如

下：

1. 從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詮釋學過程中的客觀詮釋學之「整體←→

部分」詮釋循環，可將零碎、片段的田野資料進行分析，以確認資料的

一致性與整體性，深化教育研究資料的可靠性與真實性。例如：在研究過

程中，可將觀察、訪談等不同方式所蒐集的零碎資料，進行客觀詮釋學之

「整體←→部分」詮釋循環，適度排除不適切的資料，也就是從多次、多

元田野資料的「整體←→部分」詮釋循環，以獲致其一致性與正確性。

2. 從Alvesson與Sköldberg（2000）詮釋學過程中的真理詮釋學之「先前理解

←→理解」詮釋循環，以及「詮釋模式→文本→對話→次詮釋」等概念的

補充，可關注到文本和讀者的關係，進而達成「同理的理解」的教育研究

詮釋，以有效瞭解研究對象的真實看法。例如：可從研究者與研究同儕或

研究對象的互動過程中，對於不同詮釋的內容進行質疑與討論，也就是藉

由懷疑詮釋學，突顯品質內在的要求與嚴格的論證，以尋求最合理有效的

詮釋。

3. 以社會詮釋學穿越客觀與真理詮釋學，企求一種毫無宰制的溝通，針對教

育研究內涵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發覺研究背後潛藏的文化資本、教育符

碼、象徵暴力，以及社會與文化的再製等現象，從而導引意識醒悟、省察

與解放，迎向整體啟蒙。例如：不只針對小夥子受壓迫的社會再製面向進

行批判，實際上研究仍可從批判詮釋學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以及從文化

資本、教育符碼、象徵暴力，以及社會與文化的再製等進行全面的批判。

4. 以反身詮釋學精神，強調更廣泛愈多層的反思，發覺實徵材料的特殊意

義、特定詮釋方法的偏愛情形、對詮釋結果的開放性，以及研究者詮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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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思等問題，以避免形成研究結果的偏見，擴大批教育研究的廣度與

深度。例如：在進行研究時，不可只採用特定的詮釋方式（如：客觀詮

釋），須盡量包含全部的詮釋方式與技能，也可對於相對立的描述進行解

析，以發覺實徵材料可能具有的特殊意義，避免產生研究結果的偏見。

5. 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詮釋螺旋」，在不斷溝通、對話、批判等詮

釋循環後，能有效把握住研究對象的能動性，開展研究的新意義。例如：

將小夥子置放在歷史與社會結構的脈絡中，在先前理解與詮釋的基礎上

（成為勞工），進行第二層次的理解和詮釋（「主動學習」成為勞工），

也就是在不斷詮釋螺旋的過程中，以把握住研究對象的主體性，進而提出

新的發現與洞見（如：其他次級文化、性別或經濟問題等）。

6. 以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之「整全」特質，整合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

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螺旋循環特質等，力求詮釋學的相互補

充，以利於更完整的詮釋，從而突破教育研究所缺乏「整體觀」的困境，

提出研究的洞見，俾利於真實生活的實踐。例如：可從客觀詮釋學、真

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螺旋循環特質等對Willis的研究程

序、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討論與發現、研究結果等各層面進行理解

與詮釋，以獲致整全的詮釋。

基於上述論點，本文主要在透過研究者自創的整合型詮釋學螺旋模式的

精神，也就是藉由其客觀詮釋學、真理詮釋學、社會詮釋學、反身詮釋學，

以及詮釋螺旋的特質等內涵，其整全的詮釋螺旋循環過程，以及其無限開展

意義的螺旋精神，此種毫無宰制的溝通，可有效導引教育研究彰顯其研究的

價值。換言之，不同詮釋學有不同主張，但並非互相排斥，而是須力求互相

補充，進而使詮釋學更加完整。因此，教育研究也可藉由整合型詮釋螺旋模

式的概念，以「整合」不同的作法，擴展研究的方法的科學性。例如：在研

究取向上可整合量化與質化的研究，以利於研究具有廣度與深度，而有助於

教育實踐。在研究方法上也可整合參與觀察、訪談、焦點訪談、實驗研究等

不同的方法，以利於研究的準確度與實用性。在研究實施時，可透過客觀詮

釋學的精神，在整體與部分間不斷的來回循環，以利於研究能同時注意的整

體的目標與個別的研究步驟。在研究詮釋方面，若能適度增加社會詮釋學與

反身詮釋學的概念，可避免過度宰化的詮釋，以利於瞭解研究背後的意識型

態或特殊的意義。在研究程序上，詮釋螺旋特質則具有長期性與不斷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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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因而研究必須傾向於縱貫性長期的研究，方能瞭解研究對象的不同變

化情形。在研究省思面向上，研究可藉由真理詮釋學的精神，與研究對象、

文本等進行對話，以檢視本身研究的信實度。綜合而言，本文之整合型詮釋

學螺旋模式除能有效整合詮釋學，以利於教育研究外，亦可引發研究者在研

究設計與實施等各層面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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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ed Hermeneutics 
Spiral Mode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Chin-Tu Lia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analysi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applying an innovative spiral model of 

integrated hermeneutics.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place educationa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progress. Inspired by Paul Willis masterpiece 

“Learning to Labor”, the researcher discovered an innovative spiral model of 

integrated hermeneutics. Consequently,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s 

enriched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fully incorporated with the innovative model, 

composed of objectivist hermeneutics, alethic hermeneutics, social hermeneutics 

and reflexive hermeneutics integr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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